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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助力

实现 “双碳”目标？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陈　军，肖雨彤

摘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探究典型区域 “双碳”目标的实现机理和内在规律，对推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中国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碳减排成效总体优于全国

其他地区，示范区建设对实现 “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具有

区域异质性，福建、贵州和云南的碳减排成效较为突出，江西的碳减排成效尚不明显；环境规制、结构优化、

生态碳汇等因素在示范区碳减排过程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生态碳汇的中介效应较为突出。尽管示范

区建设未诱发明显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但是，技术创新在抑制示范区碳排放过程中发挥着直接显著的作用。

为此，深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以 “双碳”为目标导向的生态系统治理多元规制体系，优化产

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强零碳负碳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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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１］。如何通过减污降碳推动绿色发
展，已经成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２０２０年９月，
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宣示了我国 “将在２０３０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决心和
目标 （以下简称 “双碳”目标），彰显了我国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意愿和大国担当。实
现 “双碳”目标，迫切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历史进程中系统审视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经验与成效，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实现 “双碳”目标的规律和路径。事实上，为了应对日益突
出的资源环境问题，我国选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环境禀赋、不同主体功能要求的地区开展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这些地区为实现 “双碳”目标提供了试点示范。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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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点带面推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排头兵”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 “引领区”，为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凝聚改革合力、增添绿色发展动能、促进 “双
碳”目标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国家启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以来，作为第一
批省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福建、江西、贵州、云南和青海等地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深化资
源能源节约利用、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生机勃发。为此，全面考察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所发挥的碳减排效应，从示范区建设的 “天然实验田”和 “金山宝库”中追
踪汲取实现 “双碳”目标的智慧力量，在系统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寻求碳中和革命发展范式
的实现路径，对当前我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构建清洁美丽世界将产生重要启示
意义。

二、文献综述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作为全国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先导区和模范区，在机制创新、制度供
给和模式探索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２］，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以及推动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３］，在我国 “双碳”目标实现中亦具有重要的创新引领地位。实现
“双碳”目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而推进碳减排则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先决条件。国内
外关于碳减排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关于碳减排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碳减排过程植根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制度、技术变迁与经

济结构调整过程之中，并受到这些因素的驱动。有学者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不仅可以抵消企业的
“环境合规成本”，还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产技术革新，并通过技术、知识的溢出效应实现生产效率
提升和污染排放降低的 “双赢”［４］。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５］。一些研究认为，环境规
制增加了企业生产的额外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且根据 “污染天堂假说”［６］，投资
商向环境规制弱的地方转移，只是带来了碳排放的空间转移，并未降低碳排放总量。为证实以上观
点，杨莉莎等探讨了中国各区域各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从数量上证实了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关键
作用［７］。孙博文等分析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碳减排影响因素，发现能源效率改善所带来的
间接减排效应大于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清洁化的作用［８］。
二是关于碳减排效应的空间异质性研究。一些研究从省域和县域维度，探寻碳排放空间差异性

并揭示了中国碳排放的空间关联与演化特征。如徐盈之等检验了我国省际碳排放的空间效应，证实
了我国整体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碳排放存在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９］。杨曦等对北京四大功能区碳
排放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区域异质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四大功能区碳排放都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
碳排放空间上具有 “聚集”和 “分异”并存的特征［１０］。在此基础上，刘华军等运用县域和市域的
数据考察了中国碳排放空间格局及动态分布演进。研究表明，我国碳排放差异不断缩小，总体呈
“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各地区碳排放强度动态研究特征差异较大，但总体具有显著
的空间收敛态势［１１］。
三是关于碳减排相关政策效应评估。随着 “双碳”目标的提出，学界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至碳

减排政策效应评估上。一些研究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效应［１２］、采用合成
控制法评价低碳城市试点政策［１３］，证实了碳排放权交易、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推进碳减排中的积
极作用。与此同时，理论界还采用仿真手段模拟分析碳减排潜力。如通过投入产出法模拟不同行业
的碳减排效应［１４］、构建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不同情境下工业碳减排对 “双碳”目标的贡
献［１５］。研究显示，随着能源效率提升、产业结构转型、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以及碳市场交易机
制的建设，我国能够在预定的目标期限内促成 “双碳”目标的实现［１６］。这类研究为我国更好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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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寻求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提供了详实的经验证据。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围绕碳减排问题已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但是，由于缺少基于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等典型地区绿色低碳发展试点示范政策实施后碳减排效应的经验证实，现有研究一定程
度弱化了 “双碳”政策实施和深化改革的针对性。为此，本文将 “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
整体框架之中，在系统考量环境规制、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生态碳汇对实现 “双碳”目标的作用
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合成控制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中国首批省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
排效应。相较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突出
了试点示范的引领镜鉴导向，选取福建、江西、贵州、云南、青海５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入选省
份作为政策评估对象，设立准自然实验评估方案考察这些地区生态文明改革实验的碳减排成效，为
挖掘这些典型政策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经验提供新的视阈。二是构建涵盖 “环境规制—结构优化—技
术创新—生态碳汇”四个维度的碳减排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分析并实证回答我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建设实现 “双碳”目标的内在机理，进而揭示这些地区碳减排成效发生的显著特征与潜在规律。
三是结合我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挑战，基于实证结论
提出既具有针对性又兼具互补性的政策建议，深化和拓展现有实现 “双碳”目标的政策研究。

三、政策依据与理论机制

实现 “双碳”目标，既是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必然之举，更是创新体制机制、
变革发展模式的战略之需。尽管我国于２０２０年才正式提出 “双碳”目标，并将 “双碳”目标纳入
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但事实上，碳减排在我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规划中早已得到充
分重视，并在长期探索中取得了一定成效。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下发了 《关于印发
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 （试行）》明确提出，要力争通过５年左右的努力，实现节能减
排和碳强度指标下降幅度超过上级政府下达的约束性指标，以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基本途
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明显提升。福建省作为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较早开展了碳
减排政策设计。２０１４年３月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全面实施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强
化目标责任考核。此后，江西、贵州和云南等地区也将碳排放约束纳入各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实施方案。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旨在通过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综合性试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

的制度成果和有效模式，引领带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为此，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强
化碳减排政策约束的同时，还在打造符合自身优势的低碳产业、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标准制
定、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修复提升碳汇潜力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国家发改委发布
的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推广清单》中列举了福建、江西、贵州等地９０项可
在全国复制和推广的改革举措和经验，包含了生态产业发展机制、绿色生态技术标准创新机制、
“碳普惠”制度和碳汇交易等大量与碳减排相关的内容。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绿色低碳发展的经
验中可以看出，实现碳减排需要规制设计、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和生态碳汇等积极因素的全方位支
持，只有在多种因素的耦合协调中才能避免顾此失彼的盲区。为此，本文在系统性视阈中构建起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结构优化—生态碳汇”有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 （如图１所示），以解析生
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对实现 “双碳”目标的作用机制。

（一）环境规制的 “控碳”效应
减少和消除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外部性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单一的市场机制作用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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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对 “双碳”目标的作用机制

造成市场失灵和生态系统失衡，故需要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加以调控［１７］。环境规制对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碳排放的抑制效应可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一方面，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等命令－控制
型规制手段或征税和罚款等市场激励型规制手段直接限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碳排放量；另一方
面，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影响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经济活动间接抑制碳排放。一些研究表明［１８］［１９］，

环境规制能够限制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扩张，促使经济结构调整，刺激生产活动选择更优质、更高
效的能源作为投入。根据波特假说［２０］，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并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通
过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填补遵循成本，从而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并抑制碳排放。此外，社会公众
也通过舆论监督等非正式环境规制方式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间接约束污染排放者行为，并对
企业降低碳排放形成 “倒逼效应”［２１］。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作为国家改革试验区，在生态环境重视
程度、政策执行力度以及公众参与程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良好的环境规制实施条件决定了这些
地区能以较低的环境规制成本，发挥出高效的环境规制 “控碳”效应并推动实现 “双碳”目标。

（二）结构优化的 “降碳”效应
产业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关联，生态系统是产业系统的先在条件，而产业系统则通过资源能源

消耗与污染排放对生态系统产生干扰。生态文明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赋予
了优化现有工业经济结构、加速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意义。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建设中，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变了能源消费结构并增强了能源可替代性，能源消费结构的
调整促使企业将碳排放内化为自身生产成本。此时，边际碳排放成本较低的企业具有绿色发展的比
较优势，而边际碳排放成本较高的企业因难以承受成本上涨而导致所在行业规模不断萎缩［２２］。当
然，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产业间和产业内部能够通过产业关联形成产业聚合效应，促使新型生产
要素不断向高效率、高技术、低能耗的产业部门流动［２３］。在规模效应的导向下，低碳产业的生产
成本不断降低，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生产系统不断向经济化、集约化方向演进，进而减少经济活动
的碳排放量。相对其他地区而言，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较早开始推进产业低碳转型，产业结构的优
化促使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发展方式由高能耗、高排放向低碳、清洁型转变，形成结构优化的
“降碳”效应进而加速 “双碳”目标实现。

（三）技术创新的 “低碳”效应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促进碳减排的问题上，这一观点也有其适用性。具体表现为：在早期生态文明建
设中，这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技术创新形式以模仿式创新为主，高耗能企业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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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通过引进低碳生产设备或减少高碳型生产要素的投入来降低碳排放。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
推进，人们为满足生态环境的需要而对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这驱动企业更倾向于
把资本投入到绿色技术的研发中。此时，绿色创新导向的技术运用和产业活动则改变原先生产要素
的投入比例，具有低成本扩散、边际收益递增特点的创新生产要素不断汇集与融合，形成技术和知
识的溢出效应［２４］［２５］，进而促进技术密集型的低碳产业发展。显然，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绿色技术
创新的支撑，新技术的研发、引进、应用和扩散，深化了低碳、清洁生产技术研发和可再生能源开
发与利用。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果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应用于社会生产过程，势必促进企业生产
模式优化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中，加速对低碳、清洁生产方
式的运用，形成生产良性循环［２６］。绿色技术引发的 “低碳”效应，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实现
“双碳”目标注入了创新源泉。

（四）生态碳汇的 “固碳”效应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大多设立在生态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这些地区在固

碳增汇、碳源控制和清洁能源保障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因而，这些地区的生态碳汇在碳中和过程中
起到自然基础作用［２７］，所拥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在碳吸纳、碳消解中呈现出 “天然屏障”的功能并
产生显著的 “固碳”效应。根据物质循环理论，物质在生态系统中处于不断循环的过程，山水林田
湖草等生态要素能够通过固有的自然物理机能吸收人类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碳排放量，形成自然界
物质能量的动态平衡。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激发人们更加注重生态系统内
在要素的耦合关系和作用规律。一方面，日益完善的制度规约促使人们转变发展理念，改变发展方
式，通过优化能源资源配置和治理结构等方式减少碳排放源；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促进地方政府加强生态治理和环境修复、制定空间管理规划，进而提升生态
系统稳定性和多样性，巩固和增强生态碳汇的持续性。由此，通过减少碳源和增加碳汇两种途径使
生态系统的碳输入大于人类活动负外部性产生的碳输出，在生态系统碳收支为正状态下发挥生态碳
汇的 “固碳”效应，为 “双碳”目标的实现厚植了生态根基。

四、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选择
科学评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关键在于寻找一种合适的政策评估模型和方

法。在现有的政策效应评估中，双重差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Ｄ）备受国内外学者青睐。
然而，使用该方法的前提是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干预前具有可比性，且实验组和控制组的选择必须符
合随机分组的假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选点布局是基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主体功能定
位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因此，上述省域作为政策效应评估的实验组不符合随机分组假设，
若采用传统双重差分法容易导致政策评估出现偏差。Ａｂａｄｉｅ等①提出的合成控制法 （Ｓyｎ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ＣＭ）对传统ＤＩＤ方法进行了拓展，它根据数据特征确定控制组的最优权重，
并对控制组加权平均，构造每个政策干预体的 “反事实”状态。控制组作为合成控制的对象也就能
够有效避免双重差分法非随机分组的缺陷［２８］。本文结合合成控制法的设计思路，将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建设视为政策冲击，在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评估福建、江西、贵州、云南、青海地区的碳减
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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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Ｍ＋１个地区，其中，仅区域１在Ｔ０ 期被列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Ｙ１ｉｔ表示地区ｉ在ｔ
期被列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潜在结果，Ｙ０ｉｔ表示地区ｉ在ｔ期未实施试点政策的潜在结果，从

而，该地区被纳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因果效应为βｉｔ＝Ｙ
１
ｉｔ－Ｙ

０
ｉｔ，其中，ｉ＝１，…，Ｍ＋１，ｔ＝１，

…，Ｔ。地区ｉ在ｔ期观测到的结果效应为Ｙｉｔ＝ＤｉｔＹ１ｉｔ＋ （１－Ｄｉｔ）Ｙ０ｉｔ＝Ｙ
０
ｉｔ＋βｉｔＤｉｔ，Ｄｉｔ表示地区ｉ在

ｔ期的政策干预状态，若地区ｉ在ｔ期受到政策干预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由于我们无法观测到
如果地区１未纳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时的潜在结果Ｙ０ｉｔ。为了估计 “示范区”的反事实结果，本

文采用了Ａｂａｄｉｅ等构造的因子模型来估计Ｙ０ｉｔ：Ｙ
０
ｉｔ＝δｔ＋θｔＺｉ＋λｔμｉ＋εｉｔ （１）

式中，δｔ是时间固定效应；Ｚｉ是可观察到的 （Ｒ×１）维协变量，表示不受试点政策影响的控
制变量。θｔ是 （１×Ｒ）维未知参数向量；λｔ为 （１×Ｆ）维不能观测的公共因子向量；μｉ为 （Ｆ×１）
维无可观察的省份固定效应；εｉｔ为不可观测的短期冲击，假设其均值为零。
从上述公式 （１）看出，合成控制法对双重差分法进行了拓展，传统ＤＩＤ模型允许观测不到的

影响因素不随时间变化的存在，即λｔ为常数。而式 （１）观测不到因素的效应λｔ可随时间变化，从
而在更广泛的领域提供了有效估计。
假设存在一个 Ｍ×１维的权重向量Ｗ＝ （ｗ２，…，ｗＭ＋１）满足ｗ≥０，ｊ＝２，…，Ｍ＋１，

ｗ２＋…＋ｗＮ＋１＝１。向量Ｗ 的每个特征值表示对地区的潜在合成控制，通过对控制组内所有省份

的结果变量值加权平均得到：∑
Ｍ＋１

ｊ＝２
ｗｊＹｊｔ ＝δｔ＋θｔ∑

Ｍ＋１

ｊ＝２
ｗｊＺｊ＋λｔ∑

Ｍ＋１

ｊ＝２
ｗｊμｊ＋∑

Ｍ＋１

ｊ＝２
ｗｊεｊｔ （２）

假设存在权重向量 （Ｗ ＊
２ ，…，Ｗ

＊
Ｎ＋１），使得：

∑
Ｍ＋１

ｊ＝２
ｗ＊
ｊＹｊ１ ＝Ｙ１１，∑

Ｍ＋１

ｊ＝２
ｗ＊
ｊＹｊ２ ＝Ｙ１２，…，∑

Ｍ＋１

ｊ＝２
ｗ＊
ｊＹｊＴ０ ＝Ｙ

１
Ｔ０
，∑

Ｍ＋１

ｊ＝２
ｗ＊
ｊＺｊ ＝Ｚ１ （３）

Ａｂａｄｉｅ等证明了如果∑
Ｔ０

ｔ＝１
λｔ′λｔ为非奇异矩阵 （Ｎｏｎ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Ｍａｔｒｉｘ），则有：

Ｙ０ｉｔ－∑
Ｍ＋１

ｊ＝２
ｗ＊
ｊＹｋｔ ＝∑

Ｍ＋１

ｊ＝２
ｗ＊
ｊ∑

Ｔ０

ｓ＝１
λｔ（∑

Ｔ０

ｎ＝１
λｎ′λｎ）－１λｓ′（εｊｓ－ε１ｓ）－∑

Ｍ＋１

ｊ＝１
ｗ＊
ｊ （εｊｔ－ε１ｔ） （４）

通常情况下，若政策试点前的时间相较于政策试点后的时间长，则式 （４）右侧将趋近于０。

因此，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政策评估中，能够用合成控制组�Ｙ０ｉｔ ＝∑
Ｎ＋１

ｊ＝２
ｗ＊
ｊＹｊｔ 作为Ｙ

０
ｉｔ 的无

偏估计量。由此，得到政策干预效果的估计值：

�β１ｔ ＝Ｙ１ｔ－∑
Ｍ＋１

ｉ＝２
ｗ＊
ｊＹｊｔ，ｔ∈ ［Ｔ０＋１，…，Ｔ］ （５）

准确估计�β１ｔ需找到使 （３）式成立的权重Ｗ ＊＝ （ｗ＊
２ ，…，ｗ＊

Ｍ＋１），可通过近似解来确定合成
控制向量Ｗ ＊。一般选择最小化的Ｘ１ 和Ｘ０Ｗ 之间的距离‖Ｘ１＝Ｘ０Ｗ‖来确定权重Ｗ ＊。其表达式

为：‖Ｘ１ ＝Ｘ０Ｗ‖ ＝ （Ｘ１－Ｘ０Ｗ）′Ｖ（Ｘ１－Ｘ０Ｗ■ ） （６）
其中，Ｘ１ 是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前相应的特征向量；Ｘ０ 是 （ｍ×Ｍ）矩阵，Ｘ０ 的第ｊ列

为地区ｊ被列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前相应的特征向量。Ｖ 是一个 （ｍ×Ｍ）的对称半正定矩阵。

Ｖ 的取值影响方程的均方误差，因此，应先确定满足均方误差最小化条件下的Ｖ＊，进而确定ｗ＊
ｊ 。

使其在政策实施之前，目标省份通过加权合成的变化路径与其相应时期发生的变化路径相吻合。
（二）指标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根据碳排放总量计算得出。本文参照

２０１３年５月发布的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 （试行）》意见中的计算公式，用当年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 （千克）与当年 ＧＤＰ总量 （万元）的比值表示，该指标反映了各省份某年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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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量。

２．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
业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 《关于印发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 （试行）的通知》作为被评估
政策。以２０１３年为基准时间，将文件中首批确立的省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福建、江西、贵州、
云南、青海）作为实验组，其余省份作为控制组。在中介效应模型中，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政策
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政策虚拟变量中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省
份取值为１，其他省份取值为０；时间虚拟变量中２０１３年以后取值为１，反之取值为０。

３．控制变量：在合成控制法中控制变量也叫预测变量，用于合成与实验组匹配的合成控制对
象。考虑到合成控制对象的拟合效果及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现有研究［１９］［２９］，设定如下影响碳
排放的控制变量：（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各省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表示。（２）能源消费结
构，用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表示。（３）能源消耗总量，选用各省每年能源消费总
量 （亿吨标准煤）来衡量。（４）能源消耗强度，用能源消费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表示。
（５）森林碳汇潜力，用森林覆盖率 （％）衡量。 （６）生态治理能力，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 （亿
元）来衡量。（７）产业深化程度，用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亿元）表
示。（８）技术创新水平，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Ｒ＆Ｄ经费支出 （亿元）来衡量。 （９）经济聚集程
度，用城市人口密集程度 （人／平方公里）表示。

４．中介变量：为验证理论机制，本文参考既有相关文献［１０］［１１］，用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比重 （％）来衡量能源结构效应，该指标越高表明该地区能源结构越传统，反之表明能源结构越优
化。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亿元）来衡量环境规制效应，该指标越高表明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重
视程度越高。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Ｒ＆Ｄ经费支出 （亿元）来衡量技术创新效应，该指标越高表明
企业对科研投入力度越大。用森林覆盖率 （％）来衡量生态碳汇效应，该指标反映了地区自然生态
系统的碳汇潜力。

（三）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科学性与权威性，本文碳排放总量的数据来自中国碳排放数据库

（ＣＥＡＤｓ）① 中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各省的碳排放量数据。其余数据均源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 《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在本研究中，剔除西藏、台
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数据缺失，将福建、江西、贵州、云南、青海作为实验组，其余２５个省份
作为控制组。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福建、贵州、江西、云南、青海五省虽然同一时间被列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但

是，上述省域在资源禀赋、生态环境、产业结构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生态文明建
设任务实现路径也必然呈现多元性和复杂性，这也使得上述地区绿色低碳发展成效评估面临挑战。
当然，作为对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行动回应的重要标识，碳减排虽然不能全面反映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建设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生产生活中的资源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存在客观的自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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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关联，并通过相应的经济、技术与制度作用在社会发展中得以呈现，因而，碳减排的规模或强度
就成为衡量区域绿色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本文将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作为
衡量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政策效果的主要指标并展开实证分析。在合成控制法的应用中，本文
基于前文所述的控制变量合成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碳排放量的虚拟控制组，合成控制组省份的权重
系数如表１所示。总体来看，除青海省外，合成控制组省份与目标省份发展情况较为接近，意味着
合成控制组能够较好地模拟示范区的特征。

表１　生态文先行示范区碳排放值对应合成省份的权重系数

福建 江西 贵州 云南 青海

合成省份 权重 合成省份 权重 合成省份 权重 合成省份 权重 合成省份 权重

宁夏 ０．５２ 海南 ０．４４ 安徽 ０．６４ 海南 ０．３７ 海南 ０．９４
安徽 ０．２９ 湖南 ０．３６ 海南 ０．２６ 辽宁 ０．２６ 重庆 ０．０５
湖南 ０．１５ 北京 ０．１２ 四川 ０．０３ 安徽 ０．２０
辽宁 ０．０４ 辽宁 ０．０５ 北京 ０．０７ 北京 ０．１７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与合成控制地区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的碳排放曲线如图２所示。图中，竖直虚
线左侧为政策实施前的碳排放曲线，右侧为政策实施后的碳排放曲线。依据合成控制法的设计原
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大小可以用政策实施后的碳排放量与合成控制省份的碳
排放量的差值来确定。若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控制组拟合程度较好且政策实施后差异越明显，则表
明政策效果越显著，反之则表明政策效果不显著。由于青海在２０１３年前与合成省份的拟合程度较
低，即未匹配到合适的合成对象，不符合合成控制法的前提假设，因此青海的政策效果暂不纳入考
虑范围。从福建、贵州、云南和江西省的实证结果来看，２０１３年前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合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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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生态文明先行范区与合成地区碳排放总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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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碳排放量拟合效果较好，２０１３年后两者出现了明显偏离，因此使用合成控制法有效。进一
步地，通过具体分析示范区各省份的碳排放量还可发现，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９年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
合成控制地区的碳排放量总体仍呈上升趋势。这表明，示范区各省份乃至全国碳排放的趋势性压力
尚未根本缓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仍然任务艰巨。但在示范区政策实施后，福建、贵州和云
南省的碳排放量明显低于合成地区，且碳排放量增长幅度有所放缓，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建设在这些省份产生了良好的政策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江西省在２０１３年后的碳排放量反而高于合成的未试点地区。为深入探究江西

省碳排放不降反增的原因，本文对江西省能源消耗碳排放清单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９年江西省的边际碳排放量虽不断递减，但总体碳排放量仍逐年增加。具体分析碳排
放来源发现，煤炭仍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２０１３年后江西省煤炭消费碳排放平均增长率由
２０１３年前的９％下降至２０１３年后的４％。可见，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加强了碳排放主要来源控制，
并产生了政策效应，降低了煤炭消费碳排放增长率。然而，２０１３年起，江西省有色金属冶炼加工
产生的其他气体碳排放量较２０１３年前每年约增加２０百万吨，增加量约占每年碳排放总量的１０％，
由此２０１３年后江西省的总体碳排放量被抬上了一个新高度。显然，这与江西省的资源禀赋与产业
结构密不可分。江西位于中国中部地区，是工业主导型省份，其金属矿产资源丰富且开发程度较
高，在国内外具有一定优势。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市场扩大，江西省有色金属开采量不断增加，稳
居江西省第一大支柱产业，从而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碳排放。与此同时，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政策指引下，传统依靠化石能源消耗获取增长的 “三高一低”企业为摆脱对煤炭等化石能源依赖，
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能源结构，但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规模较小且成长能力
较弱的企业往往更倾向于转向与原先产品结构相似且转换成本相对较低的行业，具有资源禀赋优势
且成本较低的有色金属冶炼与加工产业便成为部分企业的选择。另外，“双碳”目标的提出加速了
全国能源转型，光伏、水电、风电等知识密集型的新能源产业迅速发展，而上游新能源设备制造离
不开铜、锂等有色金属原材料，这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江西省有色金属产业链发展，进而增加了碳
排放。
同理，本文还计算得到了福建、贵州、江西、云南、青海省碳排放强度值的合成控制组省份的权

重系数 （如表２所示）。合成控制组省份与目标省份较为接近，这意味着合成控制组能够较好地模拟
示范区省份的特征。如图３所示的实证结果表明，２０１３年政策实施以前实验组和合成控制组拟合效果
总体较好，２０１３年后两者呈现出明显差异表明政策效果显著。具体来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的碳排放强度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福建、贵州、云南省的碳排放强度在政策实施后明显
低于合成控制省份，且贵州和云南的碳排放强度值与合成控制省份碳排放强度值的差值更大，这说明
碳减排政策效果更好。江西省的碳排放强度值在政策施行后高于合成控制组，碳减排效果不理想。青
海省的碳排放强度值拟合效果不好，因此暂不纳入考虑范围内。

表２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碳强度值合成省份的权重系数

福建 江西 贵州 云南 青海

合成省份 权重 合成省份 权重 合成省份 权重 合成省份 权重 合成省份 权重

海南 ０．４２ 北京 ０．３１ 山西 ０．７８ 辽宁 ０．８４ 安徽 ０．７８
浙江 ０．４０ 安徽 ０．２５ 河北 ０．１２ 山西 ０．１１ 山西 ０．１７
山西 ０．１８ 湖南 ０．２３ 辽宁 ０．１０ 新疆 ０．０３ 新疆 ０．０５

辽宁 ０．１８ 陕西 ０．０２

（二）稳健性检验
前文的分析初步发现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所存在的碳减排效应，有助于 “双碳”目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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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与合成地区碳强度对比

现。但是，这类效应的实现究竟源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政策还是源自其他未观测到的外生因
素，这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和确定的重要命题。因此，为了证明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对实证结果
理想的省份 （福建、贵州、云南）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方法选取常用的安慰剂检验和排序检验。

１．安慰剂检验。根据安慰剂检验的原理，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做法［３０］［３１］，选取２０１３年某个未被
纳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省份进行与前文同样的分析。若该省在２０１３年前后碳排放量和碳
排放强度存在显著差异，而且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碳排放趋势基本一致，则说明合成控制法不
能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碳减排效应的存在提供证据。对于安慰剂省份的选择，分别选择在合
成省份权重系数表中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出现频率最高且贡献值最大的安徽省和山西省作为样

本。从安慰剂检验的结果 （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安徽和山西的实际值与和合成值在２０１３年后
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碳排放的趋势恰好相反，即碳排放值和碳强度值均高于合成地区，这表明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确促进了福建、贵州、云南地区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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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排序检验。为了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Ａｂａｄｉｅ等提出的一种类似于统计中
秩检验 （Ｒａｎｋ　Ｔｅｓｔ）的排序检验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方法，用来判断是否还有省份出现与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类似的情况以及概率有多大。具体来说，假设所有控制组省份在２０１３年被纳入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并用合成控制法构造相应省份的合成控制单元，比较示范区省份真实情况下所产生的效
果与控制组省份假设情况下的效果，若两者差异明显则说明示范区建设有一定的效果。此方法要求政
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合成控制组较好的拟合，否则不能准确证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效果。
均方根预测误差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ＰＥ）衡量了实验组与合成控制对

象的拟合程度，若ＲＭＳＰＥ值较大，表明拟合效果不理想。本文剔除２０１３年前ＲＭＳＰＥ值超过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各省份１．５倍的省份。图５和图６展现了各省实际碳排放与各自合成控制组碳排
放的差值分布。黑色实线分别表示福建、贵州和云南的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预测误差，灰色虚线
为其他省份的预测误差。可以看出，２０１３年前，黑色实线大多位于灰色虚线之上，２０１３年后，黑
色实线明显下降位于多数灰色虚线之下。这表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显著降低了福建、贵州和
云南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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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论机制的再验证

从前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总体能够抑制碳排放总量增长，并降低碳
排放强度。那么，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究竟如何助力这些地区实现 “双碳”目标？如何系统认
识示范区建设对碳减排发生的作用机制？这是研究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结合前
文所述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结论，从环境规制效应、结构优化效应、技术创新效应、生态碳汇效应四
个方面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 “双碳”目标的作用机制展开实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前，通过用方差膨胀因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ＶＩＦ）法诊断是否存在多重

共线性，结果显示各变量中ＶＩＦ值最大为３．５７，远小于临界值１０。因此，可以排除多重共线问题。
为避免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已有研究［３２］，对主要变量进行了 Ｈａｕｓｍａｎ内生性检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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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Ｐ值为０．１１６ （大于０．１），无法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可以排除内生变量问
题。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借鉴温忠麟等［３３］的做法，通过中介效应三步法构建递归方程式。式 （７）
考察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式 （８）考察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４个中介
变量的影响，式 （９）将中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考察中介变量在政策实施与碳排放的中介效应。

Ｃａｒｂｏｎｉｔ＝αｉｔ＋β１ｔｒｅａｔｉｔ＋θ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εｉｔ （７）

Ｍｉｔ＝αｉｔ＋φｔｒｅａｔｉｔ＋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εｉｔ （８）

Ｃａｒｂｏｎｉｔ＝αｉｔ＋β２ｔｒｅａｔｉｔ＋λＭｉｔ＋ψ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εｉｔ （９）
其中，Ｃａｒｂｏｎｉｔ表示碳排放总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表示控制变量，αｉｔ为常数项。ｔｒｅａｔｉｔ用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省份的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乘积表示。若省份ｉ在ｔ年已经被纳入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则该虚拟变量为１，否则为０。Ｍｉｔ为影响碳排放量的中介变量，包括环境规制
（ｇｏｖ）、能源结构 （ｓｔｒ）、生态碳汇 （ｅｃｏ）和技术创新 （ｔｅｃ），用于检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
“双碳”目标的作用机制。
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模型 （１）为基准回归结果，是中介效应存在的前提，回归系数在１％

的显著水平上为负，表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碳排放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与合成控制
法的结论相吻合。模型 （２）至 （５）分别考察了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回归系数
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环境规制、结构优化、技术创新和生态碳
汇具有一定影响。模型 （２）和 （４）的系数为正，表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环境规制和生态
碳汇的正向影响大于全国其他地区。模型 （３）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煤炭消
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总体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即能源结构更优化。通过对比回归系数绝对值的
大小发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生态碳汇的影响最大，能源结构次之，环境规制相对偏小。

表３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基准模型 中介机制模型 综合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碳排放 环境规制 能源结构 生态碳汇 技术创新 碳排放
ｃａｒｂｏｎ　 ｇｏｖ　 ｓｔｒ　 ｅｃｏ　 ｔｅ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ｅａｔ －０．５８５＊＊＊ ０．０６０＊＊ －０．２５６＊＊＊ ０．４６７＊＊＊ －０．６２４＊＊＊ －０．１６７＊＊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３） （０．７２８） （０．１４２） （０．１５６） （０．０６７）
环境规制 ０．２６１＊＊＊ ０．０３１　 １．０８９＊＊＊ －０．１１８＊＊＊

（ｇｏｖ）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２）
能源结构 ０．６０８＊＊＊ ０．０５５ －０．８６７＊＊＊ ０．５８０＊＊＊

（ｓｔｒ） （０．０７５）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８）
生态碳汇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５＊

（ｅｃｏ）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５）
技术创新 ０．５４１＊＊＊ －０．１８５＊＊＊ ０．１３１＊＊＊ －０．３２２＊＊＊

（ｔｅｃ）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２）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Ｎ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７４１　 ０．６９３　 ０．２４８　 ０．０９６　 ０．７００　 ０．７９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 、５％ 和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 （５）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显著水平上为负，这表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建设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小于全国其他地区。这是由于江西、贵州、云南、青海位于中国中部和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长期依靠资源和要素驱动，信息技术产业基础薄弱，技术创新、人才支撑、科研投
入等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外，根据 《关于印发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８９—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方案 （试行）的通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更加侧重经济发展质量、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生
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生态文化和体制机制四方面的内容，而对于科技创新未提出明确的要求，因
此，技术创新效应相对不明显。
模型 （６）是将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的综合模型回归结果。实证结果表明，

核心变量Ｔｒｅａｔ的回归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系数绝对值０．１７小于模型 （１）中的
０．５９，表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碳排放存在间接影响。模型 （６）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小，
表明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碳排放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技术创新的系数
为负，表明尽管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未诱发出明显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但技术创新却直接促
进了碳减排。为了检验中介效应的有中介效性，本文采用系统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法，抽样次数１　０００
次对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９５％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０，表明中介效应确实
存在。以上结果证实了结构优化、环境规制和生态碳汇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中发挥着显著的
碳减排效应，也间接印证了前文所述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实现 “双碳”目标的作用机制。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面向新时代我国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深入分析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实现
“双碳”目标的作用机理，运用合成控制法探究我国首批省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
应，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实现 “双碳”目标的促进功能。研究结
果表明：（１）在考察期内，中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总体促进了碳减排，示范区建设有助于实
现 “双碳”目标。（２）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具有异质性，其中，福建、贵州和云
南的碳减排成效较为突出，表现为碳排放量增速放缓，碳排放强度陡坡式下降，江西省受到本土资
源禀赋、产业结构的制约，其被纳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果相对不够明显。（３）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主要通过环境规制、结构优化和生态碳汇因素的中介效应间接促进区域碳减排，
其中，生态碳汇对碳减排的贡献较突出。尽管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并未诱发明显的技术创新中
介效应，但技术创新在抑制示范区碳排放过程中发挥着直接显著的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助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本

文提出如下促进策略：（１）建立以 “双碳”目标导向的生态系统治理多元规制体系。基于生态系统
内在要素的耦合关系，各地要增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等生态治理举
措与减污降碳目标的协同性，建立现代化生态系统综合治理体系，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性与生
态碳汇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发挥制度在生态治理中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淘汰高耗能企业以释放碳
容量，并通过完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总量控制与配额调控机制、加强
统一监管等举措促进减碳政策协同。（２）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各省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遏制 “三高一低”产业
无序盲目发展，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高端要素、优质产业聚集，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
化、智数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量，逐步压缩煤炭等过剩
产能，提高煤炭清洁利用能力。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能力，提高能源自给率，建立低碳、清洁、
高效能源体系。通过发展循环共享经济节约自然资源，从而减少碳排放。（３）加强零碳负碳技术创
新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碳平衡。各地区因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不同，其实现碳中和的空间尺度范围、
难易程度、策略空间也具有差异性。各地应根据区域发展实际制定符合区域发展特征的碳减排技术
路径，重新定义各地区在经济版图上的角色。青海、云南等清洁能源资源丰富、碳封存潜力较大的
地区，应重点发挥生态碳汇系统碳吸纳、碳消解的优势作用，提升碳汇增量，降低碳排放总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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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江西、贵州等地区应加快培育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研发及规模化应
用，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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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军，等：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